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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进城务工时间长的进城农民获

得高务工收入是进城务工时间短的进城农民的1.061倍。

专业技术水平对务工收入的影响分析。专业技术水

平的回归系数为0.344，Sig值为0.001，说明专业技术水平

对进城农民的务工收入有显著的影响。高专业技术水平

的进城农民的务工收入高于低或无专业技术水平的进城

农民，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高级专业技术水平的进

城农民获得高务工收入是无专业技术水平的进城农民的

1.410倍。

“进城务工与谁在一起”对务工收入的影响分析。“进

城务工与谁在一起”的回归系数为0.344，Sig值为0.064，说

明“进城务工与谁在一起”对进城农民的务工收入有一定

的影响。“自己一个人”进城农民的务工收入低于“与配偶

在一起”或“举家进城”和“与子女在一起”的进城农民，在

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自己一个人”进城农民获得高务

工收入是“与配偶在一起”的进城农民的87.9%。

3 结论与建议

本文利用安徽省17个地市的756位进城农民的样本

数据资料，分析进城农民务工收入的主要影响因素。研究

得出的结论有：性别、年龄、婚姻状况、进城务工时间、专业

技术水平和“进城务工与谁在一起”对进城农民的务工收

入有显著的影响作用。其中，男性比女性的务工收入高，

年长比年青的务工收入高，但年老的务工收入有所降低，

已婚比未婚的务工收入高，进城务工时间越长其务工收入

越高，专业技术水平越高其务工收入越高，“与配偶在一

起”和“举家进城”的进城农民比“子女在一起”进城农民的

务工收入高，“自己一个人”进城农民的务工收入最低。

根据上面研究得出的结论，可以提出增加进城农民务

工收入的建议有：加强对进城农民的职业教育和专业技能

培训，特别要加大对年青和女性进城农民的教育培训力

度。消除社会和用人单位的性别歧视，提高女性以及女性

进城农民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地位。推进城镇化进程，废除

一切不合理的政策和制度，解决进城农民夫妻两地分居问

题，促进进城农民市民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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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问题的提出

党的十一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提出了民生、尊严与幸

福议题，国民幸福成为国家发展的重要议题。在社会科学

领域，对幸福的研究多从经济学角度探讨。边沁的功利主

义理论将幸福定义为效用，即收入不一定能增加效用但是

一定不会降低效用。经济增长、国民收入等客观指标成为

了衡量效用的主要指标，许多国家和地区也大多通过提高

生产力和国民收入等客观指标来增进居民的幸福感。

但是，伊斯特林（Easterlin, 1974）却提出一个异于传统

经济学的“幸福悖论”，认为收入增加并不一定导致快乐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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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他提出，尽管收入不断增加，但美国国民的平均幸福

感并没有增加。随后对幸福感的诸多研究都围绕“收入—

幸福之谜”展开，要么寻求进一步证实这个判断（Blanch-

flower & Oswald 2004），要么试图解释这一悖论，认为主观

幸福感具有适应性和比较性（Luttmer, 2005），是收入预期

或相对收入而不是绝对收入决定了主观幸福感，也就是说

并不是收入本身，而是与他人收入的比较使自己感到是否

幸福。另有一些学者认为，社会资本与个人幸福感之间存

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Bjørnskov（2006），提出社会资本对

幸福具有影响作用仅限于在收入的作用不显著时起到一

种替代作用。另外，普特南（Putnam, 2000）认为，尽管收入

对幸福有影响，但收入的影响不如社会资本和健康，并且

收入水平的增高其对幸福的影响边际效应在降低。关于

健康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机制路径，学界仍存在一定的争

议，其中大部分的学者倾向认同，健康是社会因素与主观

幸福感的中介变量（Helliwell, 2006）。

基于欧美发达国家经验的研究结论是否适用于中

国？我国居民的收入、社会资本和健康对主观幸福感的影

响作用如何？相对收入与绝对收入的影响作用如何？社

会资本与主观幸福感存在何种联系？健康在主观幸福感

中扮演着什么角色？本文在全国综合社会变迁调查

（CGSS）数据的基础上，经验地讨论收入、社会资本和健康

与中国城市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关系。

2 研究设计

2.1 数据来源

本文所用数据来自于中国人民大学社会系与香港科

技大学社会科学部合作主持的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

的调查数据，本文采用了该调查中的城市居民样本，共

6098 个。

2.2 模型

本文主要讨论收入、社会资本和健康与中国城市居民

主观幸福感的关系，为了控制其他因素对幸福感的干扰，

更准确地分析收入、健康和医疗状况对幸福感的影响，建

立以下计量方程：
HAPi =A × INCi +B ×SOCi +C ×HEAi +D × INDi + εi

其中，HAP 为因变量主观幸福感（Subjective Well-Be-

ing），INC 是收入变量，HEA 为健康变量，SOC 为社会资本

变量，IND为控制变量，主要是个人特征变量，ε为服从标

准正态分布的随机扰动项。

2.3 变量测量

2.3.1 因变量

本文研究的因变量是主观幸福感。主观幸福感主要

包含两个方面：（1）情感成分，包括积极情感和消极情感；

（2）认知成分，即生活满意度。Inglehart 等（2008）在世界

价值观调查数据分析基础上证明，幸福的情感因素和认知

因素是两个相对独立的成分，综合考虑两个指标能更好地

衡量主观幸福感。本文利用下面的公式将快乐感和生活

满意度组成指标SWB：SWB = Happiness + 2Life satisfac-

tion。在CGSS调查问卷中，有两道问题分别涉及情感取向

的快乐感测量和认知取向的生活满意度测量，分别为：（1）

总的来说，您认为您现在生活中开心的部分会占到您整个

生活的几成呢？（2）总体而言, 您对自己所过的生活的感觉

是怎么样的呢？对两个指标的数值进行标准化，将Life

satisfaction的权重为2。

2.3.2 自变量

（1）收入。

影响个体主观幸福感的一个普遍关注的因素是收

入。然而，最近的研究也在质疑收入对主观幸福感的效

用。国内研究表明，收入仍然是影响我国居民主观幸福感

的重要因素（罗楚亮，2009；王鹏，2011）。本文引入绝对收

入和相对收入进行分析。其中绝对收入是以调查者的年

收入作为测量指标。为了符合正态分布和防止有效数据

的缺失, 对缺失值以平均值代替，并对对数采取了ln(1+x)

的形式处理，其中x=个人年收入。在相对收入方面，参照

组的选取一是与周边同龄群体人群的比较，二是跟个体的

过去相比较。在问卷中选取了“与同龄人相比，您认为您

本人的社会经济地位”和“与三年前相比，您认为您的社会

经济地位”两道问题作为测量指标。

（2）社会资本。

社会资本在广义而言指的是个体或集体通过社会关

系获取资源（Putnam, 2000），尽管对社会资本的争议很大，

学界对社会资本的概念界定大多包括了“结构”和“认知”

两个维度。“结构”维度主要指的是“社会参与”。在CGSS

的问卷中有“在业余时间里，您有没有在以下方面参加由

您工作单位以外的社团组织安排/进行的活动呢？”等7个

问题。本文尝试通过探索性因子分析发现“宗教信仰活

动”的载荷系数仅为0.153，其他指标载荷系数均在0.584

以上。因此，将宗教信仰活动剔除，通过最大方差法进行

主成分因子分析，按照特征值大于1 标准抽取出一个公共

因子，命名为“社会网络”因子。尽管“宗教信仰活动”在因

子分析中被剔除，本研究中仍把其作为单独变量列出进行

分析。除此之外，是否加入中国共产党属“社会参与”，也

将此变量纳入。

“认知”维度包括两个方面；其一是“可感知的帮助”；

其二是“对权威组织的信任”。“可感知的帮助”指的是发生

在个体之间的横向关系的“人际信任”和“互助”。城市居

民的“人际信任”在问卷中通过“在不直接涉及金钱利益的

一般社会交往／接触中，您觉得下列人士中可以信任的人

多不多呢?”这一问题来测量。本文采取主成份因子分析

法，通过使用最大方差法对因子负荷进行正交变换后提取

到了3个因子，分别命名为“熟人信任”、“社团信任”和“陌

生人信任”因子。“互助”在问卷中通过两个问题来考察，分

别是“您和邻居、街坊/同村其他居民互相之间的熟悉程

度”和“在日常生活中，您与您的邻居、街坊/同村其他居民

之间有互助行为吗？”。同样运用主成分因子分析法通过

方差极大化原则从两个项目中提取一个公共因子，称之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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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助”因子。“对权威组织的信任”，在问卷的测量中主要

考察对政府的信任。本文政府信任感由居民对于政府工

作的满意程度的指标来测量，运用主成分法对测量被访者

的政治信任感的9个问题进行因子分析后得到一个因子，

标注为“政府信任”因子。

（3）健康。

尽管对健康的影响机制仍存在一定的争议，但不少研

究指出健康也是决定主观幸福感的主要因素。健康的测

量方面，大多采用物理性的健康和心理健康的结合。这里

拟结合两方面的测量来评估城市居民的健康状况，具体为

“总的来说，您认为您上个月的健康状况是怎样的呢？”和

“在上个月内，您是否因为一些情绪问题（例如焦虑，抑郁

或易怒的感受）而感到困扰呢？”两个问题，均为调查者的

自评健康。

2.3.3 控制变量

根据现有文献，本研究综合考察其他研究中普遍采用

的控制变量，并在数据分析时对其进行控制。性别是一个

重要的人口社会学变量，在国内的幸福感研究中，性别均

显示出较高的显著性（罗楚亮，2009）。对于其他重要的人

口社会学变量如婚姻、教育、工作和年龄，不少研究结果均

显示出显著性（Helliwell & Putnam, 2004；王鹏，2011）。另

外，研究者（Kahneman and Krueger 2006）还证明了工作状

况对主观幸福感具有重要影响。因此，本文引入性别、

年龄、婚姻、教育和工作状况作为控制变量。

3 实证分析

为了检验模型的“稳健性”，本文采用分层回归分析

法。模型一主要考察控制变量对城市居民主观幸福感

的作用；模型二在模型一基础上加入绝对收入，测量绝

对收入对城市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模型三在模型二

基础上加入个人社会经济地位及其变动情况从而分析

相对收入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模型四在模型三基础之

上加入社会资本变量，考察城市居民的社会资本对其主

观幸福感产生的影响；模型五在模型四的基础之上加入

健康变量，探讨加入健康作为控制变量后社会资本对居

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变化，以探讨健康对主观幸福感的

作用机制。所有模型分析用Stata9.2软件进行估计，统

计结果如表1所示。综合考察所有因素，收入、社会资本

和健康作为自变量引入方程后，这些变量的影响显著程

度和方向均没有发现明显的变化，其标准误差也较为稳

定，说明我们采用的这些变量之间并没有很强的共线性

问题，估计和分析结果具有较强的代表性和稳健性。

3.1 控制变量与主观幸福感

从结果来看，性别、年龄、教育和婚姻均呈现出明显

的统计相关性。性别的回归系数为负表明女性比男性

的主观幸福感更高，与亓寿伟（2010）等人的结论一致。

这可能是由于我国现阶段男性在工作和生活上的压力

更高所致。年龄与主观幸福感往往是U型曲线相关

（Blanchflower & Oswald, 2007），中年群体由于承担工作和

家庭要降低了他们的幸福感。本研究同样支持这一结

论。在教育变量方面，大量研究发现教育水平的提高与主

观幸福有正相关关系。本研究的各个模型中教育变量的

回归系数为正，表明即使是控制了收入水平（包括绝对收

入和相对收入）和健康变量的模型五中，城市居民的受教

育的年限越多，主观幸福感越强，印证了主流的研究发

现。另外，从本次研究结果来看，已婚的比未婚的居民幸

福感要高，但是离异、丧偶的居民无论是否再婚其主观幸

福感与未婚居民无显著差异。工作状况对主观幸福感的

影响略显复杂。在模型一、二、三中，就业人士均比失业或

者下岗人士的幸福感强，但是加入社会资本和健康变量

后，显著性消失，这与现有研究结果大不一致。一些研究

证实了工作是具有决定作用，但控制了收入变量后，工作

的状况对主观幸福感的相关性消失了（王鹏，2011）。在本

研究中，即使控制了收入变量后，工作状况对主观幸福感

的影响还是存在的。而加入社会资本变量后，显著性才消

失了，这也就意味着社会资本和工作状况对主观幸福感存

在交叉效用。

3.2 收入与主观幸福感

从模型二的结果来看，绝对收入对主观幸福感有显著

影响，但在模型三中加入相对收入变量后，绝对收入对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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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量

男性

年龄

年龄平方

婚姻状况

已婚

未再婚

再婚

教育年限

工作状况

就业

离退休

未工作过/在学

年收入对数

SES（一般）

较低

较高

SES变动（不变）

下降

上升

社会网络

宗教信仰活动

共产党员

熟人信任

社团信任

陌生人信任

互助

政府信任

健康状况

情绪

常数项

R-squared

模型1

-0.282***

-0.211***

0.00209***

1.131***

-0.323

0.0309

0.130***

0.993***

1.030***

0.935***

14.99***

0.085

模型2

-0.315***

-0.212***

0.00210***

1.123***

-0.359

0.0441

0.120***

0.854***

0.885***

1.022***

0.0950***

14.41***

0.089

模型3

-0.170**

-0.134***

0.00126***

0.972***

-0.159

0.116

0.0693***

0.228**

0.467***

0.512***

0.0229

-1.615***

0.937***

-1.132***

0.807***

14.95***

0.249

模型4

-0.207***

-0.136***

0.00125***

0.911***

-0.162

0.161

0.0623***

0.167

0.395***

0.440***

0.0288

-1.568***

0.950***

-1.082***

0.776***

-0.0675*

0.184*

-0.0668

0.274***

-0.0334

0.0555

0.136***

-0.0641*

15.21***

0.263

模型5

-0.312***

-0.117***

0.00125***

0.939***

0.112

0.364

0.0457***

-0.0362

0.338***

0.388***

0.0315*

-1.230***

0.810***

-0.828***

0.721***

-0.0949***

0.178*

-0.0616

0.202***

-0.0475

-0.0168

0.147***

-0.0312

-0.323***

-0.740***

16.93***

0.351

表1 总体样本的稳健回归结果

注：由于篇幅有限，略去标准差；*** p<0.01, ** p<0.05, * p<0.1。

98



统计与决策２０1 3年第20期·总第392期

市居民主观幸福感影响消失了。而在模型五中，加入健康

变量后，绝对收入对主观幸福感仍具有轻微的显著性。这

意味着绝对收入和相对收入、社会资本及健康之间存在着

复杂的影响机制。并且，当健康状况较差时，这种不幸福

感影响并不能被相对收入和社会资本所消除。而反观绝

对收入，无论是个人社会经济地位（SES）还是个人社会经

济地位的变动，对幸福感都有显著效应。当城市居民与同

龄群体自我比较社会经济地位较低时，会产生强烈的不幸

福感，而自我评估较高时，则会产生幸福感。同样，当调查

者在跟过去三年前相比，自我感觉社会经济地位下降了，

也会产生不幸福感，而感觉地位上升了，则幸福感也会增

强。这表明，居民在评价自己的幸福感时不仅收入的绝对

水平, 更在意与同龄群体收入水平的比较以及收入水平的

变化情况。从R2的系数来看，模型三的解释力优于模型

二，模型一加入绝对收入，R2只提高了0.004，而模型三加

入两个绝对收入解释变量，R2的系数提高了0.16，对城市

居民的主观幸福感的解释力得到了极大的增强。

3.3 社会资本与主观幸福感

从模型四的结果来看，加入了社会资本变量，模型的

解释力提高了0.014，表明社会资本变量对城市居民的主

观幸福感有一定的影响。具体来看，无论是结构性社会资

本还是认知性社会资本，都有助于提高居民幸福感。首

先，参与各种各样的社会团体和组织，能增强市民的幸福

感。其次，参加宗教信仰活动对居民的主观幸福感有正面

影响。再次，熟人信任因子与幸福感也存在密切的正相关

关系，但其他的信任因子则不具有显著性。这可能说明目

前我国依然是低度信任社会，人们在遇到问题和困难时往

往还是求助于家人熟人从而获得社会支持，并不信任陌生

人和一般朋友。最后，政府信任因子跟幸福感存在微弱影

响。但从模型五来看，政府信任因子的影响关系在控制健

康变量后消失了。现有研究表明，对权威组织的信任能显

著居民的主观幸福感（Helliwell & Putnam, 2004）。但本研

究中，通过提高政府信任、增强社会安全感来提升整体幸

福感的作用并没有得到证明。

3.4 健康与主观幸福感

模型五的结果表明，健康对主观幸福感具有显著性。

可见，市民自我感觉身体状况越良好，自身的幸福感越

强。同时，他感觉所受到的困扰越少，越能提高幸福感。

总体来看，健康这一变量能解释主观幸福感的比例高达

0.088，表明这是对主观幸福水平影响最重要的因素之一。

4 结论

通过使用CGSS数据探讨了收入、社会资本、健康对中

国城市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可得出以下结论：

首先，相对于社会资本和健康而言，收入是影响居民

主观幸福感的最重要因素，这表明，要提高我国城市居民

的主观幸福感, 增加居民收入仍是最重要的途径。另外，

相对收入对幸福感的贡献率非常显著，因此，除了重视增

加居民收入外，还要重视社会公平，通过社会保障政策和

再分配政策调节收入差距,改善居民的主观评价。其次，

健康对幸福感具有很高的解释力。健康本身会对幸福感

产生重要影响，但是由健康状况所引发的担忧也是影响主

观幸福感的重要原因。政府信任因子的消失，可能是由于

对“医疗制度”及其他社会保障制度所引发社会不安全感

减低了市民的不幸福感。因此，政府要进一步完善社会保

障机制，提高市民的社会安全感。第三，社会资本对幸福

感的解释力不如收入和健康，但是与幸福感仍存在独立的

显著相关性。因此，政府在选择公共政策提高城市居民的

幸福感时, 不应只注重经济以及收入增加, 还要注重促进

社会的全面发展，提高整体的社会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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